律师落实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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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法修正案（九）》首次确立泄漏案件信息罪，对律师泄漏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信息予以刑法规制。但纵观现有规定，均未有律师行业落实封存制度的相关规定，而未封存的信息又极易造成泄漏，故笔者拟从封存决定一并送达、建立专门归档制度、控制信息泄露渠道、完善监督惩戒机制等四方面论述泄漏案件信息罪对落实律师行业实施封存制度的具体设想，以期进一步加快律师行业实施封存制度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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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九）》首次确立泄漏案件信息罪，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泄漏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造成信息公开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加以刑法规制。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显然属于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故律师泄漏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信息，在一定条件下将有可能涉嫌泄漏案件信息罪，这也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加强。同时，《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又正式确立了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虽未对该制度的适用主体加以规制，但通说认为所有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机关、单位以及个人都应是该制度的适用主体
，而纵观现有规定，均未有律师行业落实封存制度的相关规定。由于未封存的信息极易造成泄漏，这必将进一步加大律师执业的职业风险。

一、泄漏案件信息入刑后律师行业实施封存制度的规定仍缺失

《刑法修正案（九）》确立泄漏案件信息罪的同时，也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均会有律师参与辩护，并相应掌握未成年人的犯罪信息，且大部分属于不应当公开的信息，但目前同新刑诉法相配套的相关法规、司法解释等均未对律师行业实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作相应的规定，导致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而本应封存的犯罪记录没有封存将可能成为辩护律师心中的“地雷”。

（一）两高一部均未对律师行业的封存制度进行规制。新刑诉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后，两高一部均明确要求对各自经办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犯罪记录封存，但均未提及律师行业实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相关问题，特别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更应对律师行业落实封存制度进行监督，但检察机关的相关规定仍未提及。

（二）律师主管部门未对律师行业的封存制度进行规制。新刑诉法出台后，作为全面规范律师行为的《律师法》对与之相冲突条款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但未作出律师行业实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相应规定。司法部在已出台的对律师行业的相关规定如《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档案管理办法》中，均无相应的犯罪记录封存规定，也尚未在新刑诉法实施后对上述规定作相应的修改。

（三）律师行业协会未对律师行业的封存制度进行规制。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行业规范只是在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律师应予保密的信息范围，如《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23条规定：“律师不得借职务之便违反规定为被告人传递信件、钱物或与案情有关的信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办案规范（试行）》第44条规定：“律师摘抄、复制的材料应当保密，并妥善保管。”但均未提及律师行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相关封存建议。

二、泄漏案件信息罪对律师行业封存制度的新要求

尽管律师行业实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法律规定上尚存在着缺失，司法实务中也极少有律师自行落实封存制度，但笔者认为，无论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还是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需要，泄漏案件信息入刑必将加快律师行业实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步伐。

（一）基于自身权益保护之考量——律师保密义务的进一步延伸。两院三部《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14条规定：“律师不得违反规定，披露、散布案件重要信息和案卷材料，或者将其用于本案辩护、代理以外的其他用途。”《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可见，泄漏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将可能涉嫌泄漏案件信息罪。新刑诉法第46条和律师法第38条均规定了辩护律师的保密义务，而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未成年人犯罪相关信息虽不是上述规定本意上的外延，但从文义上理解却是符合辩护律师保密义务的内涵。如二高二部《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规定“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就是对律师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保密义务最好的诠释。
（二）基于制度设计完善之考量——犯罪记录封存的应有之意。新刑诉法明确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制度，其立法原意是为已受刑事处罚的涉罪未成年人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和继续发展的空间，避免因犯罪记录给后续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律师在案件代理过程涉及了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可以说是全面掌握了未成年人的大部分犯罪记录。如果没有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相配套的规定来确立律师的封存义务，便极易造成案件信息的泄漏，也必将影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施效果。

（三）基于业界素质提升之考量——行业自我规范的必然选择。《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对所承办业务的案卷和有关资料及时立卷归档，妥善保管”；《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规定“司法机关对律师事务所的业务档案建立和管理情况进行年度检查考核，不按规定建立的考核等次为不合格”；《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规定“律师摘抄、复制的材料应当保密，并妥善保管，结案时，应写办案总结，整理案卷归档”。由此可见，律师行业立卷归档已成为行业共识，但未成年人犯罪档案的特殊性，其必然要求律师行业从自身规范的角度出发，加强自律，强化监督，在归档方式上更加严格和规范。

三、泄漏案件信息罪对律师行业落实封存制度的具体设想

律师若泄漏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不仅会对未成年人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产生很多有形的或无形的不利影响，更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为了更好的保护律师的执业权力，完善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笔者试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谈谈律师行业实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具体设想。

（一）封存决定一并送达。《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法院判决在送达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时，应当同时送达律师。《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62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后，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但现行法律及规范性文件均未对律师是否应对犯罪记录予以封存进行规定。如浙江省公检法司等12个部门于联合出台的《浙江省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实施办法（试行）》，对封存制度的规定可谓详尽，但也未规定律师收到裁判文书后是否需要封存，也未要求法院向律师送达封存文书。该办法第6条规定“依法应封存犯罪记录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制作《封存犯罪记录决定书》，与裁判文书同时送达相应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裁判文书一般不送达未成年被告人所在的学校、居委会、村委会等单位和组织，确需送达的，人民法院应制作并同时送达《协助封存犯罪记录通知书》。接受送达的单位和组织应当予以执行。”可见，法院向学校、居委会等单位送达裁判文书时也要送达封存犯罪记录的相关文书，但却未要求法院向律师送达判决书时送达封存类文书。这不仅使律师封存相关文书于法无据，更进一步加大了律师泄漏案件信息的“风险”。故笔者认为，应尽快出台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在向律师送达判决书时，应一并送达封存决定，律师依据法院的封存决定并按规定程序予以封存。
（二）建立专门归档制度。根据《律师业务档案管理办法》第14条规定：“凡涉及国家机密或个人隐私的律师业务档案，以及当事人要求保密的档案，一般不得借阅和查阅。特殊情况必须查阅的，需报同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涉密的律师业务档案（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理解为包括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由司法行政机关介入进行监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6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拟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卷宗等相关材料装订成册，加密保存，不予公开，并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库，执行严格的保管制度。”因此，笔者建议司法行政机关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犯罪档案管理的监管力度，并参照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档案管理的规定，要求律师事务所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档案库，执行严格的保管制度。不具备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库的律师事务所，可参照人事档案由“人才交流中心”统一管理的做法，将封存档案交由律师协会专门建设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档案库，安排专人进行管理，并不得随意借阅和查阅。

（三）控制信息泄露渠道。《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辩护人复制案卷材料可以采取复印、拍照等方式，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卷采取同成年人相一致的要求，难免会加大案件泄漏的可能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化的阅卷方式已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却加大了信息泄漏的“风险”。如《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为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提供便利,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推行电子化阅卷,允许刻录、下载材料。”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制作使用电子卷宗工作规定（试行）》第13条虽规定“案件管理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向律师和经过许可的其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电子卷宗的，应当使用光盘方式复制，并加载防护措施”，仍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电子卷宗规定更加严密的防护措施。笔者认为，在充分保障律师阅卷权的同时，理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辩护律师复制案卷材料方式等方面进行特殊规定,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律师的保密意识。如辩护律师复制未成年人案卷材料必须向同检察机关、法院签订保密协议；电子卷宗的防护措施还应包括“待封存材料，注意保密”等提示性信息；司法机关送达给辩护律师的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法律文书（如起诉书、判决书等）也应加盖“待封存材料，注意保密”等字样，以期进一步规范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流转，确保相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在封存前不被泄露。

（四）完善监督惩戒机制。《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前，法律对泄漏未成年人犯罪信息的行为所具备的惩罚机制相对有限。《律师法》第48条只规定“律师泄露个人隐私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规定“违反规定泄露犯罪人员信息，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律师协会会员违规行为处罚规则（试行）》规定，律师违反或拒绝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等行为，应当受到训诫、警告、批评、谴责、中止会员权利、终身取消会员资格等处分，并可以在律师协会的会刊上通报。如李某某等5人强奸案中，有4名是未成年人，北京市律师协会认为辩护律师将庭审情况以微博、博客和向媒体披露的方式公之于众，属于不当披露案情的行为，并给予公开谴责的行业纪律处分，而按现行《刑法修正案（九）》的规定存在涉嫌犯罪的可能，显然在两者之间存在处罚的“空白”。作为行政处罚中最为严厉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只在第42条规定“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由于个人隐私一般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故尚不能完全包括未成年人犯罪信息，且散布同泄漏之间也无法划上等号，故在泄漏案件信息罪入刑后有必要加快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律师法》的修改，以期对情节显著轻微的犯罪行为建立同泄漏案件信息罪相匹配的行政处罚机制，保证刑法同行政法的有序衔接。

四、结语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我国一项崭新的法律制度，泄漏案件信息罪的确立为该项制度的有序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只有法律观念的唤醒和强化才能够使法律上的行为有一个可靠的保障
。因此，笔者认为，律师行业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观点尚未完全确立，急需进一步明确相关适用程序及实践操作，司法机关应以泄漏案件信息罪入刑为契机，在推动律师法及加强律师监管规定的修订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律师行业贯彻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从而使该项制度更趋规范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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